
172

斯蒂芬 • 列文斯基
卢坎 • A • 韦
言晓义 译 

史 蒂 文· 列 维 茨 基（Steven Levitsky） 是 哈
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卢坎·A·韦（Lucan A. 
Way）为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
秋文学翻译奖

民
主
转
型

民主的惊人
韧性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第 2 卷    第 3 期
2024 年 7 月
CC-BY-NC-ND



173

民主转型

编按：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在当今世界处于衰退之中。斯蒂芬·列文斯基

（Steven Levitsky）和卢坎·A·韦（Lucan A. Way）教授则试图证明这一判断

缺乏足够实据。他们认为民主在 21 世纪开始以来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第

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这种韧性要归因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以及新独裁政权

或独裁领导人巩固独裁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此文 2023 年 10 月首先发表于美

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4, October 2023, pp. 

5-20，https://muse.jhu.edu/article/907684)。

民主在 21 世纪显示出惊人的韧性。20 世纪末那场不同凡响的全球民主扩

张已经结束，包括匈牙利、印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在内

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民主国家都经历了倒退或崩溃。但是，大多数“第三波”

民主国家（即在 1975 年到 2000 年间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权）抗住了风吹浪

打。1 尽管国际环境日益严峻，但对发生“民主逆潮”或全球性“威权复兴”

的担心，尚无实据。时至今日，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世纪依然是有史以来最

为民主的时期。

曾经为第三波推波助澜的国际条件消失了，但民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幸存

了下来。1970 年代中期从南欧开始，民主横扫 1980 年代的南美洲，并在

苏联解体后的十年达到高潮。这波浪潮令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几乎

增加了两倍【根据“民主多样性”(V-Dem) 项目的数据，全球民主国家从

1975 年的 36 个增加到 2005 年的 95 个】。这场前所未有的民主扩张植根

于一个异常有利的国际环境。2 从冷战后期，即大约从柏林墙倒塌（1989 年）

到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入侵（2003 年），这段时间里民主得到的支持比以

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苏联的崩溃使一党独裁作为一种政权模式丧失了

信誉，从而对一党独裁政权的主要的外部支持瓦解了。它还颠覆了反共独

https://muse.jhu.edu/article/90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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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政权的存在理由。

共产主义的崩溃导致了一个短暂但影响深远的西方自由主义霸权时期，在

此期间，美国和欧洲联盟成为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强

国。西方作为经济援助提供者的实际垄断地位，为周边国家接纳西方制度

创造了强大的动力，特别是在多党选举上。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大

国前所未有地热心促进民主。冷战的结束，消除了外交政策中一个重大的、

争夺优先地位的当务之急，为更一以贯之、有力地推进民主铺平了道路。

因此，欧盟采用严格的成员资格条件来鼓励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化，而美国

则运用经济、外交手段，偶尔还有军事压力来阻止政变，鼓励独裁者交出

权力或举行竞争性选举。

这些地缘政治变化的后果影响深远。由于失去外部支持和面临严重的经济

问题，无论是原本依靠苏联支持的独裁政权，还是反共的独裁政权，均在

1990 年代初陷入了危机。从非洲、前苏联到亚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区，孤立、

破产的独裁者要么举行了竞争性选举，要么倒台，催生了数十个新的多党

制政权。非洲的法定一党制政权数量从 1989 年的 29 个下降到 1994 年的

零。3 并非所有这些新的多党制政权都是完全民主的，但其中许多具有相

当的竞争性。因此，到了 1990 年代中期，民主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唯

一游戏”。

第三波浪潮的浩大声势指向了一个被低估的事实，即在后冷战时代，民主

制度的表现实在是过于亮眼。4 经过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人们已经识

别出一系列有助于民主化和民主存续的结构性条件，包括资本主义发展、

庞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不平等的下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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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机构和经济增长。1990 年代，阿尔巴尼亚、贝宁、玻利维亚、萨

尔瓦多、加纳、洪都拉斯、马达加斯加、马里、蒙古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出

现了民主，但这些国家几乎不具备或根本没有这些条件。人们通常将这些

令人惊讶的民主化，视为对既定的、强调结构因素的理论的挑战，甚至是

对这种理论的否定，但更合理的解释是，国际条件给民主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便利，以至于因此削弱了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霸权的终结

 1990 年代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会经久不衰。5 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再次作为

一个强势的非自由大国的兴起，这一切重塑了全球格局，终结了西方的自

由主义霸权地位。随着权力平衡的转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影响力

减弱。独裁政权越来越多地可以寻求来自北京、莫斯科以及伊朗和沙特阿

拉伯等新兴地区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与此同时，石油、天然气和矿产

出口价格的历史性飙升，使许多独裁政权得以建立（如厄瓜多尔、委内瑞

拉）、巩固（如阿塞拜疆、俄罗斯）或重新站稳脚跟（如阿尔及利亚、喀

麦隆、刚果共和国、加蓬）。外部支持和丰厚的资源相结合，为独裁者扩

展了活动空间，减少了他们对自由西方的依赖。到了 2010 年代，民主不

再是镇上唯一可玩的游戏。

与此同时，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挫败，以

及非自由势力（illiberal forces）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内部的崛起，削弱了西

方大国的威望和自信。他们向海外推进民主的意愿和能力也随之下降。欧

盟曾在 1970 年代对南欧、1990 年代对中欧极具影响力，但在 2010 年代

对抗匈牙利、塞尔维亚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威权主义时却罕有作为。6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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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末成功地干预阻止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海地、巴拉圭等国威权势力的篡权，但在 21 世纪的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

到了 2010 年代，威权主义的外部成本已经明显下降。即使是与西方关系

密切的周边国家政府，如萨尔瓦多、匈牙利和尼加拉瓜，也发现他们可以

攻击民主制度而不受惩罚。

对于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来说，它们还面临另一个同样严峻的挑战，那就

是在“棘手地区”执政所固有的难处。7 新兴民主国家通常更不堪一击，

容易崩溃，特别是在国力薄弱、经济动荡、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贫困和

犯罪暴力肆虐的国家，危机尤其容易发生。在 21 世纪初，许多新兴民主

国家遇到了几乎所有这些条件。毫不奇怪的是，这些民主国家中的当选政

府治理不善。糟糕的经济表现、腐败、犯罪率上升、社会政策不完善或无效，

引发了广泛的公众不满。在没有强大的制度或民主治理历史的新兴民主国

家中，这种不满会是致命的。

因此，有充分理由预期在 21 世纪初，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会以失败告终。

民主曾经在许多棘手的地区兴起，而曾经促进了这些地区民主化的独特而

有利的国际条件已不复存在。

确实，许多在极其不利条件下诞生的民主国家都经历了倒退（如贝宁、玻

利维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或者彻底崩溃（如马里、尼加拉瓜）。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深陷严重的经济不稳定、不平等、腐败或犯罪暴力，经

历了公众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选举产生了威胁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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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义领导人。其中有些民主国家（厄瓜多尔、菲律宾、斯里兰卡、突尼

斯和土耳其）出现了倒退，还有几个国家（泰国、委内瑞拉）则是彻底崩溃。

这些新兴的危机给民主的观察家们带来戏剧性的情绪波动。学者们抛出了

“民主衰退”论，全球“威权主义复兴”论，8 甚至“第三波专制化浪潮”论。9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22 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全球威权

统治的扩张”。“民主多样性”（V-Dem）项目在其 2023 年度的报告中声称，

全球民主水平已经下降到 1986 年时的状态，因此，过去历时 35 年的全球

民主进步已经“被抹去”了。10

然而，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在“自由之家”的涵盖 2013 年情况的

报告中，名列“自由国度”的有 90 个国家。十年后，这一数字降至为 84

个。根据“民主多样性”（V-Dem）的数据，世界上自由和民主选举的国

家数量从 2016 年的 96 个减少到 2022 年的 90 个。这两个指标都表明，

当今的民主国家数量与 21 世纪之初旗鼓相当——并且比 1995 年第三波民

主浪潮的高峰期还是多了不少。这种轻微的民主滑坡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民主国家的数量从 27 个锐减超过三分之一，

降至 17 个。11 其他指标，如政体（Polity）数据库和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语词指数（the Lexical Index of Electoral Democracy）中，

几乎找不到民主衰退的证据。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安德鲁·里图（Andrew 

Little）和安妮·孟（Anne Meng）开发的一个基于客观标准的民主指数，

其参照内容包括当权者的更迭、选举中在任政府所获选票和席位份额，以

及由记者保护委员会（CPJ）编制的、记者遭受打压的数据，他们发现“几

乎没有倒退的证据”。12 尽管里图和孟编制的指数较为粗糙，并未捕捉到

形形色色的专制滥权，但他们的分析突显了一个重要事实：当权者更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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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年代末以来基本保持稳定”。13

因此，即使正如“自由之家”和“民主多样性”所识别的那样，过去十年

来当权者滥权现象增加了，那么这种滥权的后果也显然是温和的，因为许

多倾向于专制的当权者并未能巩固自己的权力。自 1990 年以来，阿尔巴

尼亚、贝宁、玻利维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拉维、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巴拿马、

秘鲁、罗马尼亚、乌克兰和赞比亚等国家的政权无不经历过三到六次的选

举更迭。这些政权中有些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选举的竞争性和更迭的规

律性表明它们也不是“专制化”的。

感知与现实

如果主要指数所显示的仅是全球民主受到温和的侵蚀，那么该如何解释普

遍存在的急剧衰退感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非自由主

义或专制主义领导人在选举中的胜出，经常被混淆为民主的倒退。选举产

生具有专制倾向的总统或总理确实增加了民主倒退的风险，但这不应被视

为倒退的证据。民主资质成疑的当选者仍可以民主执政。例如，巴拿马的

埃内斯托·佩雷斯·巴拉达雷斯（Ernesto Pérez Balladares）在曼努埃尔·诺

列加（Manuel Noriega）被推翻仅五年后，便与诺列加的革命民主党一同

当选；秘鲁的奥兰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曾是个未遂政变的领导

人，他跟雨果·查韦斯（Hugo Chávez）如出一辙，以激进的民粹主义者

形象开启政治生涯；亿万富翁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在 2017 年至 2021 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理，而意大利的乔尔吉亚·梅

洛尼（Giorgia Meloni，她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源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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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执政至今。还有些情况下，领导人试图削弱或颠覆民主制度，

但被挫败了，因此在下台时民主仍然保持完整。例如，哥伦比亚的阿尔瓦

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巴西的雅伊尔·博尔

索纳罗（Jair Bolsonaro），大概还包括墨西哥的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

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全球民主倒退感与现实不符的第二个原因是，民主倒退的情况通常是短暂

的。21 世纪有许多颠覆了民主制度的民选独裁者不出十年便失势，最终

导致的往往是“倒退”回民主制度。例如，摩尔多瓦在 2000 年代共产党

上台后出现了民主倒退，但在 2009 年共产党败选之后便恢复了民主。在

乌克兰，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 领导下出现的民主倒退

局面，在 2014 年欧洲广场起义后得以扭转。在斯里兰卡，随着马欣达·拉

贾帕克萨 (Mahinda Rajapaksa) 在 2015 年总统选举中落败，滑向专制

独裁的趋势得到了遏制。随后在 2022 年，民众抗议推翻了拉贾帕克萨家

族，遏止了又一次民主的滑坡。在北马其顿，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

（Nikola Gruevski）领导下出现的倒退，在公众抗议迫使他辞职后就停止了。

在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 (Rafael Correa) 总统治下出现的倒退，在他

2017 年离任后得以逆转。同样，赞比亚在埃德加·伦古 (Edgar Lungu) 总

统于 2021 年选举中被击败后、洪都拉斯在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 (Juan 

Orlando Hernández) 总统在 2022 年下台后，民主的倒退也都得以逆转。 

“专制化”总体水平其实没有人们感知的那么高，其第三个原因是，一些

国家民主倒退的事件，被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进步所抵消。在过去 15 年里，

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冈比亚、利比里亚、马来西亚、摩尔多瓦、尼泊尔、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斯里兰卡都纷纷取得了民主进步，但这些案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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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无论来自媒体还是学者——都比不上匈牙利、土耳其和委内瑞

拉等众所周知的出现民主倒退的国家。同样，还有许多不曾得到传扬的成

功案例，或在“棘手地区”幸存下来的民主国家，如罗马尼亚、加纳和蒙古，

也是如此。尽管罗马尼亚 ( 它在几十年前还是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贫穷国

家 ) 的民主韧性与邻国匈牙利的民主倒退一样令人惊讶，但后者受到的关

注要多得多。

总之，在本世纪，民主受到侵蚀的程度是温和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

着类似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后的逆潮。考虑到许多第三波转型发生在国内

条件不利的国家，国际环境不复支持，以及经济波动、国力薄弱、腐败和

犯罪暴力已经侵蚀了全球民选政府的公众信任，那么，这么多新兴民主国

家的存续确实显示出了惊人的韧性。

民主和准民主政权的惊人持久性根植于两个不同的结构性因素：在某些国

家，这种持久性是基于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持久性则较为脆弱，它基于的是威权主义的弱点，

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无能的产物。

现代化与民主的韧性

现代化是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数十年的研究已

经证明，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关性。14 除了主要

的石油生产国外，世界上 53 个高收入国家中有 51 个是民主国家 ( 匈牙利

和新加坡是仅有的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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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经济发展是如何促进民主的？有这么一个学派，以利普塞

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以 及 近 年 来 的 罗 纳 德· 英 格 哈 特 (Ronald 

Inglehart) 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 (Christian Welzel) 为代表，强调教育

在培养宽容和自我表达的民主价值方面的作用。15 其他学者则认为，通过

减少社会不平等，经济的发展要么减少了激进主义和极端化 ( 这里再一次

引自利普塞特的观点 )，要么通过减轻再分配的压力和增加资本流动性，

为富裕精英降低了民主成本。16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工业化削弱了反民主

的土地所有阶级，并壮大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社会阶级的力量，他们

的利益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得到最大程度的促进。17

我们的方法借鉴了罗伯特·达尔 (Robert A. Dahl) 的研究成果，侧重于社会

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18 对达尔而言，民主最有可能在“多元社会秩序”

中出现并存续，其中财富、收入、技能、地位以及其他关键资源散播于社

会中。

资源集中是专制的秘方。当国家垄断主要的财富和收入来源时，公民就依

赖政府提供资源——工作、收入、住房、贷款、合同等——这些资源对他

们的生计至关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拒绝对手和批评者获取必需资源的途径

( 同时向效忠者提供有利的获取途径 ) 来利用这种依赖。

民主需要反对派，而可持续的反对派则需要组织。自治组织必须有获取资

源的独立渠道。那些担心失去工作、收入或住房的公民不太可能加入公民

组织或反对组织，而那些依存于国家补贴、信贷、合同或许可证的企业也

不太可能为这些团体提供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对派组织几乎不可能

动员大量人员或建立持久的组织。最终，许多反对派组织被政府收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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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政治边缘，或被逼得走投无路而不复存在。因此，当资源集中在国家

手中时，反对派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薄弱、松散，易受收买或不堪一击。

专制的资源集中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是经济国家主义。这是

一种国家控制生产手段以及主要的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形式，在这种情况

下，私营部门规模小、依赖性强，使得反对派缺乏财务基础，批评者可能

很容易被剥夺谋生手段。19 因此，在中国、古巴、朝鲜、越南以及后共产

主义时代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国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产生了极端的权

力不对称，削弱了反对派的生存能力。事实上，根据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的经济自由指数，在 2023 年世界上经济国家主义程度最高

的 25 个国家中，只有苏里南和东帝汶是完全民主的。20

另一种资源极度集中的形式是石油

国家。在石油为基础的租赁经济体

(rentier economies)，例如沙特阿

拉伯及相邻的君主制国家，国家拥

有大部分财富，形成了类似于指令

经济的局面：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控

制大大提高了公民、企业和民间社会发声和抗议当权者的成本。因此，反

对派 ( 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 ) 的结构基础很薄弱。确实，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21 年在石油租金占 GDP 至少十分之一的 21 个国家中，有 20 个是专制

国家。圭亚那是唯一的例外。

历史上，威权资源集中的最常见来源是欠发达。在贫困的农业社会中，财

产和财富集中在国家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精英手中，而绝大多数公民是生

分散在乡村地区、缺乏资源和组

织的贫困农村人口通常缺乏实现或

维持民主所需的动员能力。 这种动

员能力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

义发展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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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这样的社会对于民主来说基础薄弱。在工业

革命之前，这些条件导致了绝对君主制，或者 ( 如果土地精英能够对皇权

产生制衡 ) 立宪寡头统治的出现。分散在乡村地区、缺乏资源和组织的贫

困农村多数人口通常缺乏动员的能力，无法实现或维持民主。

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力量

这种能力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首先，经济发展带来

了更高的个人收入。更高的收入，特别是私人收入，通过增强公民的自主

权来赋予他们能量。公民越富裕，越不依赖于国家或恩庇 - 侍从网络，也

就不太可能出卖选票，因此更有能力积极反对政府。他们拥有加入独立组

织的时间、技能和资源，并从私人媒体获取信息。更富裕的公民也有助于

资助公民和反对派组织，这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社会财富显著

增加了对独立媒体、公民组织和反对派组织的供求。

资本主义发展也催生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私营部门，这个部门不太容易被收

买或受到社会经济制裁的影响。新兴的资本主义阶级通常不仅寻求加强对

国家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关键在于，他们拥有维持民主改革运动的资源。21

私营企业往往是政党、独立媒体、公民社会组织和民主运动的重要资金来

源。正如丽萨 • 穆勒 (Lisa Mueller) 所示，21 世纪非洲政治抗议上升的一

个主要推动力是中产阶级的增长，他们有能力为这些运动提供资金支持。22

但资本家并不总是支持民主。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 ( 例如，冷战期间的

东亚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 )，他们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尽管如此，一个

健康、自主的私营部门是持久民主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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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还壮大了先前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产业工

人和资本家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地支持民主。23 但产业工人阶级的增长，

加强了城市贫困群体的集体动员能力，这往往能够把社会权力的分配从寡

头或威权政权的精英那里转移出来。事实上，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以及 20

世纪晚期的巴西、波兰、西班牙、南非和韩国，工人阶级的扩张极大地加

强了民主运动。24

城市化同样增强了社会的组织能力和集体动员能力。25 城市居民能够迅速

分享信息并建立网络，成为组织化政治行动的基础。26 此外，城市也使反

对派的抗议活动更接近政府的“神经中枢”，从而增加了它们成功的可能

性。27 非暴力的集体动员——即马克·贝辛格 (Mark Beissinger) 所称的“城

市革命”——提高了镇压的成本，并且可能超越国家所具备的镇压能力。

城市革命并不总是民主化的，但正如贝辛格所示，近几十年来，它对选举

民主和公民自由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消极影响。28

最后，教育和识字能力的提高促进了政治动员，因为它增加了公民的自我

效能 (self-efficacy)、政治知识以及对新思想的接触和实践。事实上，最近

的研究显示，教育的扩张与长期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29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独立的经济和社会权力来源，将资源从国家

中分散出去，使领导人更难以垄断政治控制。较高的收入、较富裕的私营

部门、较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较大的城市，凡此种种产生

了可以称之为抗衡性社会权力 (countervailing societal power) 的力量，

这对于实现和维持民主至关重要。通过增强公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能力，

经济发展为可行的反对派创建了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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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抗衡性社会权力的出现并不能确保民主化，特别是在短期内。经济

表现、领导人更替、战争和其他偶发事件塑造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30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社会秩序和抗衡性社会权力的存在使威权主义变

得更难以维持。资金充裕、拥有庞大支持基础的反对派更难以镇压、更难

以收买，并且在选举中更具威胁性。社会财富和分散的资源使得威权统治

的崩溃更有可能导致民主化，并且使新的民主政体更有可能存活。当资源

分散于整个社会而不是集中在国家时，攫取和巩固专制权力就变得困难得

多。

国内有利条件的扩散

现代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的韧性，因为与 1970 年代第三次民主浪

潮开始时相比，如今的世界要发达得多。半个世纪前，除了西欧和北美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城市化和教育程度上能让我们期

待稳定的民主。即使是如今已工业化的国家，如葡萄牙、南非、韩国和台

湾，在 1970 年代初仍以是农村地区为主。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共产主义

的中东欧地区，私营部门、独立劳工运动和民间社会都普遍薄弱或不存在，

这限制了抗衡性社会权力的发展。这些地区出现的稳定民主国家 ( 如哥斯

达黎加、印度、委内瑞拉 ) 是少数例外。

然而，到了 21 世纪初，世界许多地区的国内条件对民主变得更为有利起

来。世界变得更加富裕。从 1987 年到 2022 年，被世界银行划入“高收入”

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从 25 个增至 53 个 ( 不包括以石油为基础的

国家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1974 年，全球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

在城市中，而如今已有超过一半 (56%)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全球识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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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幅提高，通信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扩展了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强了集体

动员的潜力。

这些变化的政治效应是深远的。以韩国为例 :1961 年，朴正熙将军的军

事政变结束了那里的一次短暂民主实验，当时该国贫穷且占绝大多数的人

口生活在农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规模相对很小，无法维持强大的公民

社会。然而，迅猛的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1987 年，当学生们起来反对

独裁统治时，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强大的工会和一个庞大、繁荣且日益组织

完善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领带部队”帮助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动取得

了成功。31 随后，民主政府依靠中产阶级的支持，在 1990 年代初将军队

从政治中清除出去。新政权安然度过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今，

韩国是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并保持着强大的民主。

同样，南非的第一个重要的民主运动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 在 1950

年代领导的，但在 1960 年夏普维尔大屠杀 (Sharpeville Massacre) 之后

被镇压了下去。当时，南非是一个主要由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黑人中产

阶级和工人阶级规模很小，这使得在近乎一代人的时间里，种族隔离政

策没有受到严重挑战。然而，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快速工业化催生

了强大的劳工运动，城市公民社会蓬勃崛起，为大规模抗议活动奠定了基

础，使民主化成为可能。32 如今，南非城市人口占比近 70％，人均财富比

1970 年代增加了四倍多，已经稳定保持民主长达 30 年。类似的工业化进

程也为希腊、西班牙、台湾以及 ( 相对较小程度上 ) 阿根廷、巴西和乌拉

圭的民主制度创造了有利的结构条件。

第三波浪潮的其他案例在民主化之后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与西方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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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相关的例子包括葡萄牙、智利、墨西哥、巴拿马、波罗的海国家和

中欧大部分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罗马尼亚，最初

非常贫困，缺乏有效的国家和强健的公民社会，事实上，它们的转型是受

到强烈的外部压力推动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西方的紧密联系可

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更强大的国家和公民社会。33 因此，尽

管这些政权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初所面对的国内条件并不有利，但当时的

国际环境为形成更加稳固的民主基础做出了贡献。

富裕的民主国家并非不可能倒退，正如匈牙利、以色列、土耳其甚至美国

最近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但富裕的国家民主明显比贫穷国家的更为强劲

有力。事实上，自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富裕的民主国家有着完美的生存率。

富裕的第三波民主国家表现得非常稳定。截至 2022 年，有 20 个第三波民

主国家进入或非常接近高收入群体。包括保加利亚 ( 虽然略低于世界银行

的门槛 )，这些国家计有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

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巴拿马、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韩国、西班牙、台湾和乌拉圭。其中有 19 个是

稳定的民主国家，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

因此，现代化是全球民主韧性的重要来源。富裕的社会很少出现民主崩溃，

而到了 21 世纪初，富裕社会的数量已大幅增加。

专制的脆弱与竞争性政治

经济发展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第三波民主国家存在的韧性。然而，在结构性

条件较差的国家中，许多民主或接近民主的政权——即存在竞争激烈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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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定期更替，但并不符合自由民主的所有标准的政权，比如阿尔巴尼亚、

贝宁、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马拉维、摩尔多瓦、塞内加尔、乌克兰和

赞比亚——在 21 世纪初持续存在。这种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专制的脆

弱。

与新兴民主国家一样，大多数新兴的独裁政权都很脆弱。对于一个倾向于

威权的政治家来说，在民主国家赢得权力是相对容易的 ( 例如，巴西的博

尔索纳罗或美国的特朗普 )，但巩固独裁政权就要困难得多。在租赁型国

家 ( 如安哥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刚果共和国 )，或政府控制大部

分经济的国家 ( 如白俄罗斯、缅甸、土库曼斯坦 )，又或者非常贫困的国

家 ( 如布隆迪、乍得、南苏丹 ) 最容易完成这项任务。独裁政权也可能会

发生在暴力社会革命的情况下 ( 如古巴、厄立特里亚、伊朗、卢旺达、越南 )，

它往往会削弱现有的公民社会，产生异常强大的执政党和国家机构。34

然而，屡见不鲜的是，新兴独裁政权缺乏这些条件。事实上，大多数潜在

的独裁者继承的都是充斥着腐败、官僚效率低下和财政匮乏的弱国。国家

的弱势削弱了独裁统治，限制了政府监控异议、收买或镇压独立媒体、惩

罚资助反对派的经济精英以及镇压抗议的能力。在极端情况下，中层或

地方官僚可能不肯听命中央政府去操作选举舞弊，而待遇低、装备差的安

全部队可能拒绝镇压抗议，甚至加入抗议行动。这种国家的无能，导致了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格鲁吉亚、海地、吉尔吉斯斯坦和马达加斯加的

萌芽中的独裁政权被遏止。

许多新兴独裁政权还缺乏强大的执政党，而这通常对于持久的独裁至关重

要。它们组织和协调精英，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力，确保他们心满意足地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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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的阵营中。35 大多数冷战后的独裁国家会定期举行多党选举，因此

党派对于动员、购买或窃取选票也至关重要。由于缺乏强大的政党，现今

许多独裁者容易受到精英的背叛和选举失败的威胁。执政党的弱势动摇了

新兴威权主义的根基，甚至导致了贝宁、厄瓜多尔、马拉维、摩尔多瓦、

尼日利亚、秘鲁、塞内加尔、赞比亚、乌克兰及其他地方有独裁倾向的总

统垮台。

这些是“默认的多元主义”(pluralism by default) 案例，即这种情况下，

当权者缺乏资源和强制能力来巩固威权统治。36 在这类案例中，多元化和

竞争性政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并非因为有强大的民主制度或民间社会，而

是因为政府缺乏基本的组织或行政工具来操纵选举、关闭独立媒体、镇压

反对派团体或扑灭示威抗议。

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民选的独裁者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在 2014 年

的欧洲广场抗议活动中逃离总统职位和国家，部分原因是安全部队分裂并

弃他而去。那年晚些时候，彼得罗·波罗申科 (Petro Poroshenko) 在没有

成立党派的情况下赢得了总统选举。当他在 2018 年试图宣布戒严法以明

显试图推迟即将到来的选举时，甚至遭到了他自己盟友的激烈反对。选举

照常进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以压倒性优势击

败了波罗申科。威权弱点一直是乌克兰民主的重要来源。

贝宁是另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默认多元主义”案例。作为世界上最不发

达的国家之一，贝宁从 1991 年至 2018 年保持民主体制长达近 30 年。多

元主义、竞争性选举和当权者更替的持续存在，原因并不在于反对派的实

力，因为反对派分散而又弱小，也不在于有亲民主的领袖。相反，总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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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福尔·索格洛 (Nicéphore Soglo)、马修·克雷库 (Mathieu Kérékou) 和

托马斯·博尼·雅伊 (Thomas Boni Yayi) 都缺乏执政党、缺乏对强制机构的

有效控制，这使得他们无法让选举战场向自己倾斜 ( 索格洛 )、无法延长

任期 ( 克雷库 ) 或强行推举自己的继任者 ( 雅伊 )。其结果是，在 1991 年

至 2016 年之间，贝宁出现了四次反对派的胜利和当权者的更替。

威权主义难于巩固

在这些“默认的多元主义”案例之外，在那些中等收入的弱国，当代巩固

威权主义的种种尝试，往往被国家治理中面临的诸多挑战瓦解。在非洲、

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薄弱的国家机构导致了中度到高度的腐败、公

共服务的贫乏和分配不均、周期性的财政短缺、社会支出不足，以及在许

多情况下，无处不在的犯罪暴力。这些问题对新兴民主国家构成威胁，同

时也困扰着新兴的威权政体。近年来，在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巴西、

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北马其顿、马拉维、摩尔多瓦、尼日利亚、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泰国、乌克兰、赞比亚等地，威权或有威权倾向的总统在公众

支持下滑的情况下，要么输掉了选举，要么被迫交出权力，让位给更能民

主治国的继任者。换言之，倒行逆施政府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国家向更民

主的方向“回滑”。

弱威权政权的权力更迭不应夸大到与民主混为一谈。事实上，它很少能够

导致稳定的民主，而是更常与不稳定的、危机四伏的政权相关联 ( 如阿尔

巴尼亚、厄瓜多尔、马拉维、乌克兰、赞比亚 )。但是，多元主义、竞争

性选举和权力更迭的持续存在绝非小事。至少，它抑制了威权主义的巩固。

由于倾向威权的政府无法建立持久的政治资助网络，也无法对诸如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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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和选举机关等机构建立牢固的控制，所以民主力量更有能力抵制威权

主义的全面施行。

尽管自由西方的霸权地位已在冷战后消亡，可我们还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为

民主的时期。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多元主义仍在持续甚至在蓬勃发展，而

在半个世纪前，多元主义在这些地方还根本不存在。这种韧性植根于长期

的结构性变化。尽管国际环境对民主的亲和力度不如从前，但近几十年来，

民主的国内条件还是有显著的改善。世界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城市化、教

育程度更高，相互的连接更加紧密。从中欧到东欧，从拉丁美洲到东亚以

及非洲的许多地区，经济发展已经使政治和经济资源从国家转移到过去被

排除在外的群体手中，从而加强了反对运动和民间社会，从而提高了权力

滥用需付的代价。此外，许多独裁者缺乏垄断政治控制的资源和组织及强

制能力。国力薄弱和地方性社会问题挑战新兴的威权政体，正如它们挑战

新兴的民主一样，防止了一些潜在的强人巩固其统治。

明白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全球的民主国家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实力和俄罗斯的侵略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同样构成威胁的还有西方

许多民主国家内部的非自由主义和两极分化上升态势。而且，由于一些我

们刚开始醒悟的原因，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公众对政治精英和机构

的不满、不信任已经急剧上升。37 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中，一些知名的

巩固民主国家，从匈牙利和波兰到巴西、印度、以色列、墨西哥和美国，

都开始面临压力。这些发展态势令人深感忧虑。如果美国的民主危机持续

或加剧，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然而，为了保护民主，我们必须对它的脆弱性和强大之处都要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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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对 21 世纪的民主政体构成挑战，但这些变

化也在全世界赋予了民主支持力量更大的能量。尽管在许多地方威权势力

依然强大，但在大多数这些地方，威权统治的巩固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财

富和城市继续扩张，这些威权的脆弱性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尽管这些并不

能保证民主的存活，但它们确实为许多国家的民主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奋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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